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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疫苗在防控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但关于我国疫苗接种的长期

经济效果却鲜有文献关注。本文利用我国上世纪流脑疫苗的接种，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考

察了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种显著促进了

个体人力资本积累，表现为教育成就、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全面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

明，经济社会背景较差个体从流脑疫苗接种中获得人力资本回报更高。进一步，本文发现流

脑疫苗推广接种分别提高了受益群体 3.2 个百分点的就业概率和 7.4%的收入，其中人力资

本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种的收益是其成本的 61-110

倍，而人力资本回报收益在总收益中占据主导，远超医疗健康收益。本文结论为总结我国早

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长期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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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发展息息相关（Bleakley，2010；Currie and Almond，

2011）。传染病是影响公众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统计，1990 年全球 1669 万人因传染

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34%，随后虽有下降，但直至 2019 年传染病仍是发展中国家居民

健康面临的重要挑战（Price-Smith，2001；WHO，2019）1。接种疫苗被视为防控传染病最

有效和最经济的干预措施（Ehreth，2003；Ozawa et al.，2012）。事实上，国际文献指出疫苗

接种不仅可以直接降低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改善居民健康，而且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

累，带来超越健康收益的长期经济效益2。 

我国也曾备受传染病困扰，建国初期平均每 5 人便有 1 人感染传染病，位列居民各类死

因之首（刘元宝等，2019）3。在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传染病感染率快速下降，人

均寿命提高近 20 岁，这项重要成果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积极发展和疫苗的普遍推广密不

可分（Wang et al.，2008）。由于上世纪疫苗接种数据的缺失，关于我国疫苗接种的长期经济

效益一直未能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 

为弥补该研究空白，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角度考察我国疫苗接种的长期

经济效应。特别地，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我国通过疫苗接种防治传染病能否促进人

力资本积累？如果可以，其能否发挥促进收入增长的作用？成本收益如何？对上述问题的回

答是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不仅有助于总结、评估我国过去传染病防治的

                                                   
1 由于缺乏准确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1990 年之前每年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但据 WHO 2000 年发布的《世

界卫生报告》粗略统计显示，20 世纪全球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高达 14 亿，尽管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

战，但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仍然是因战争死亡人数的近 14 倍。 
2 例如 Barofsky et al.（2015）、Gensowski et al.（2019）、Brown et al.（2020）和 Bütikofer and Salvanes（2020）。 
3 此处所指的传染病为建国初期我国法定的甲乙两类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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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后果，而且能够为当前我国传染病疫苗接种的长期影响提供先导证据，并为个体疫苗接

种决策和政府疫苗研发、推广提供激励。 

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使用疫苗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下文

简称流脑）进行分析。首先，与疟疾等寄生虫类传染病相比，流脑是一种由脑膜炎菌感染后

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依靠物理防御手段，如洗手、开窗、晒被、灭虫等难以预防，接

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措施。其次，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前流脑疫情十分严重，造成大约 934 万

人感染，58 万人死亡（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张晓丽和陈东林，2017）。但在流脑疫苗接

种后，发病率快速下降。最后，流脑主要侵犯 16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流脑疫苗也主要针

对这一群体进行接种（Li et al.，2018）。由于个体生命早期健康状况对成年后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解释力，针对这一时期的健康干预能够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Cunha and Heckman，

2007）。因此，上世纪流脑疫苗的接种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识别条件。 

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手工收集的地方《卫生志》中记录的流脑发病率

和疫苗接种时间等数据，本文构建队列双重差分模型（Coh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s）估计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种显著促

进了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平均而言，流脑疫苗接种使受益群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5 年，完

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3.1%、10%和 22.4%。此外，我们还发现，流脑

疫苗的接种明显提高了受益群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

种对男性教育成就的积极效应略大于女性，同时经济社会条件较差个体的教育成就从流脑疫

苗接种中获益更多，意味着我国传染病防治不仅从总体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而且还降低

了社会不平等。 

进一步，我们还考察了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流脑疫

苗接种平均使受益群体的就业概率增加了约 3.2 个百分点，并使有工作的受益群体收入增加

了 7.4%。由于劳动报酬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

早期健康干预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最后，我们还计算了流脑疫苗的成本收益，发现即使我

们只考虑医疗健康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流脑疫苗接种的收益成本比仍然高达 61-110

倍。这一结果为我国疫苗研发和推广接种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尤为重要的是，我们

发现流脑疫苗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远超医疗健康收益，说明以

往医学文献中只计算疫苗接种的医疗健康收益严重低估了疫苗接种的效益。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首次系统考察了我国通过疫苗接种防治

传染病的长期经济后果。评估疫苗接种防治传染病的长期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关心的重大问题，大量文献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疫苗接种的长期后果

（Bloom et al.，2012；Nandi et al.，2020；Bütikofer and Salvanes，2020），中国作为世界上

使用疫苗防控传染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Wang et al.，2008；Yu et al.，2016），却未得到学

术界的充分关注，本文研究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4。第二，丰富了早期健康冲击与个体长期

                                                   
4 Oskorouchi et al.（2020）检验了我国建国初期出生儿童的疫苗接种对老年时期教育和认知的影响，发现儿

童时期接种疫苗与老年时期的教育成就和认知能力显著正相关。但该研究仍然存在三点缺憾：首先，一是

仅依靠个体回忆判断早期是否接种疫苗进行简单回归，未能得出可靠的因果证据。二是仅关注对个体长期

教育和认知的影响，没有进一步考察对健康、不平等、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导致对疫苗接

种长期影响后果的认识不足。三是没有精确到接种疫苗的类型，无法计算疫苗接种的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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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研究。生命早期健康冲击对个体终身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已有

文献主要关注孕期和儿童早期遭受健康冲击的影响后果（Almond，2006；Barreca，2010；

Cutler et al.，2010；Kelly，2011；Fink et al.，2021；吴贾等，2021；林友宏，2021），本文将

其拓展至儿童晚期和青少年阶段，丰富了对早期健康冲击长期影响的认识和理解。第三，为

认识健康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公众健康能否推动经济增长一直存在

争论（Acemoglu and Johnson，2007，Bloom et al.，2019），但既有文献主要关注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本文通过考察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健

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为进一步厘清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这一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证据。第四，本文还详细计算了使用疫苗接种防控传染病的成本收益，不仅总结了我

国历史上传染病防治的成本收益，也对当前我国加强疫苗接种，防控传染病提供了借鉴。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历史背景，介绍了我国上世纪流脑疫情和疫苗研发、

接种情况。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详细介绍了文章的识别策略、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和描述

性统计结果。第四部分报告了主要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考察了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经

济增长的影响。第六部分计算了流脑疫苗的成本收益。最后是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流脑疫苗接种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遭受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

局面，医疗卫生资源更是极度匮乏，人民健康缺乏基本的保障5。缺医少药是当时我国医疗

卫生工作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致使传染病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最主要的因素

（胡克夫，2003）。资料显示，1949 年，我国甲乙两类法定传染病的发病率高达 20000 人/10

万，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排在民众各类死因之首（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刘元宝等，2019）。

预防传染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通过建立传染病防疫站

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我国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基本控制住了鼠疫、天花、霍乱、儿童脊

髓灰质炎、麻疹、白喉和各类寄生虫传染病。 

然而，“十年内乱”期间，我国卫生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卫生部门基本瘫痪，各类

疫苗无法正常供应，导致全国传染病发病率再度大幅上涨。其中，传播范围最广，来势最凶

猛的是流脑疫情。所谓流脑，是一种由脑膜炎菌感染人体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

后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头痛、发烧、咽痛、呕吐，皮肤出现瘀点或瘀斑，并可能引起休克及脑

膜炎症等症状。流脑来势凶猛，病死率极高，常在发病后 12-24 小时内死亡。而幸存者中，

大约有 10%-15%的人伴有长期的后遗症，如神经性耳聋、失明、动眼神经麻痹、四肢瘫痪、

智力和情志改变、精神异常等（Bilukha and Rosenstein，2005），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

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通过对发病地区和人员的调查，我国流脑疫情以侵犯儿童青少年为

主，发病人群中 15 岁及以下病人占到 80%左右，并且年龄越小，发病率越高（黄树则和林

士笑，1986）6。 

                                                   
5 1949 年，我国仅有 2600 所条件简陋的医院，共计 8 万张病床，仅相当于我国 2018 年病床数的 1.23%，

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 
6 来自各地区的数据也验证了流脑发病的年龄特征。例如，德阳市旌阳区、泰安市、百色市和济南市等地在

上世纪 60-80 年代期间 15 岁以下流脑发病人数分别占总病例数量的 86.33%、78.13%、68.79%和 85.76%（李



4 
 

事实上，流脑是一种世界性的传染病，曾在世界各大洲均有流行记录，尤其是 19 世纪

末至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而在我国，流脑也并非是在“十年

内乱”期间第一次在我国流行。图 1 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 1959 年前后也曾爆发过

一次中等规模的流脑疫情，发病率为 55.65/10 万，当时受影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中及华南

一带7。“十年内乱”期间，人群大量流动，加之当时医疗卫生工作基本处于瘫痪，导致流脑

疫情快速扩散。数据显示，1967 年我国流脑发病率达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高峰，发病人数

超过 300 万人，发病率为 403/10 万，致使我国近 17 万人死亡，且绝大多数为儿童青少年，

几乎波及了全国所有省市（张晓丽和陈东林，2017）。 

为防治流脑疫情扩散，我国主要通过四类方式进行预防，一是物理预防。主要使用“三

早一就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并就地抢救危重病人）、“三开”（开门、开窗、开

大窗）和“三晒”（晒衣服、晒被褥、晒家具）等措施预防流脑疫情。同时，在流脑疫情肆

虐时期，为防止传染病大面积爆发传播，部分地区的学校还选择停课的方式减少人群集聚，

以降低病毒感染概率（张晓丽和陈东林，2017）8。二是药物预防。通过服用磺胺药物进行预

防与治疗，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外发现脑膜炎耐磺胺药后，磺胺药物预防已大部分失效

并不再使用。三是第一阶段的疫苗预防。在 1966 年流脑大流行期间，上海、北京等生物制

品研究所紧急研制出流脑死菌苗，接种者异常反应大且预防效果差（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

四是第二阶段疫苗预防。1972 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合作

研制出多糖菌苗，1974 年进一步研制出粗制 A 群多糖菌苗，以后逐年改进，预防效果不断

提高，保护力达 86%-92%，为预防流脑提供了有效手段。 

 

图 1 我国流脑发病率走势图 

                                                   
文明，2004；王晶，2009；汤健闻等，2006；吕晔等，2004）。 
7 图 1 使用对数坐标轴展示流脑病毒发病率走势，我们还在附图 1 报告了使用原值展示的流脑发病率走势。

另外，由于流脑主要感染 0-15 岁儿童，我们还根据每年 0-15 岁人口占比简单计算了 0-15 岁人群的流脑发

病率，一并展示在附图 1 中。 
8 张晓丽和陈东林（2017）记载的资料显示，“在流行期间 10-15 岁以下儿童一律不准出村，外来者只在村

口接洽，非进出村不可的人动员其自觉戴好口罩，滴鼻漱口”、“果然学校没去几个学生，大家都被脑膜

炎吓住了”。这些资料从侧面反映当时部分地区为阻止流脑病毒传播和爆发采取了停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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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流脑发病率从 0.01/10 万到 403.58/10 万不等，数据波动非常大，参

照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做法，我们使用对数坐标轴进行呈现，因此 Y 轴数值并不能够直接对应真实的

发病率，真实的发病率报告于附图 1。全国 1970 年以前流脑发病率数据源于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1970

年及以后数据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样本发病率数据源于作者手工收集整理。图中阴影区域为作者手工

收集的各地流脑疫苗接种时间，详见文章第三章节。 

由于流脑疫情的特殊性，上述前三类措施的预防效果十分有限，而第四类预防措施（第

二阶段疫苗预防）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仍处在研发实验阶段。因此，1975 年，河南、江苏、

山东、安徽、河北等地区再次爆发流脑疫情，并迅速扩散。1977 年，全国流脑疫情再次出现

一波高峰，发病率达 60.1/10 万。此轮流脑疫情波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东北、华北、

西北和西南地区都达到了中等度流行水平（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 

1980 年，新研发的多糖菌苗被批准作为正式产品供应全国9。据多糖菌苗接种 30 微克

后的免疫反应及现场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多糖菌苗的有效期达 2-3 年，保护率也非常高。以

河南南阳地区现场效果观察为例，接种多糖菌苗后第 1 年、第 2 年和第 3 年的保护率分别为

97.6%、79%和 67%，能够有效地预防流脑疫情（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然而，由于当时

国内疫苗生产能力和调度能力有限，多糖菌苗的接种并非在全国同时进行，而是针对不同地

区预测的流行情况和易感染人群特征，采用分地区、分人群的策略逐步进行接种的。具体地，

就分地区而言，主要根据传染病扩散规律进行预测，提前对可能发生流脑疫苗地区的人群接

种多糖菌苗，因此全国不同地区接种多糖菌苗的时间并不相同，接种时间的前后主要取决于

流行病预测中当地未来发生流脑疫情的概率。资料显示，1981-1983 年，我国通过对当地历

年流脑疫情资料、病原菌调查、人群抗体水平的测定以及影响流行的其他因素，如气象资料、

出生率、人群活动等进行综合分析预测下一年当地的流行趋势，对多个预测流行的地区接种

了多糖菌苗，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辽宁省 1981 年流脑发病率比 1980 年上升 2 倍

（28.15/10 万），流行趋势自辽东、辽南开始蔓延，8 个县存在明显流脑流行迹象，根据预测，

辽宁省 1982 年流脑发病率将明显上升。为此，1982 年当地对未来可能出现流行的地区和已

发生流行但尚未感染的人群进行了约 300 万人份的多糖菌苗接种，使辽宁当年发病率降至

21.37%；1983 年继续在预测流行地区进行了约 1000 万人份的多糖菌苗接种，发病率进一步

降至 7.3%。而就分人群而言，由于 15 岁及以下感染流脑的概率最高，因此多糖菌苗主要针

对 0-15 岁的儿童青少年进行接种（Li et al.，2018）10。 

多糖菌苗的接种成为我国控制流脑疫情最有效的手段，成功降低了流脑疫情发病率，具

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流脑疫情发病率。图 1 显示，自上世纪 80

年代大规模推行流脑多糖菌苗接种后，我国流脑疫情再未发生大规模、大范围的流行11。到

                                                   
9 在正式批准前，为预防流脑疫情大规模扩散，湖南省和江苏省在 1979 年已经紧急接种了多糖菌苗。 
10 王晶（2009）就明确记载泰安市“从 1980 年对全市 15 岁以下儿童进行了每年的 A 群流脑疫苗预防接

种，按照国家规定的免疫程序，每年的 10 月对 15 岁以下儿童进行一次突击接种，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下

降。”此外，如附图 2 所示，大量地区的地方志也记载了当时流脑疫苗主要针对 0-15 岁儿童进行接种。 
11 大量研究表明，我国 80 年代后期的流脑发病率的下降并非流脑病毒自然下降的过程，而是多糖菌苗接

种的结果（李文明，2004；吕晔等，2004；汤健闻等，2006；王晶，2009；王代良等，2014；胡云峰等，

2018；许燕等，2022）。上述文献资料多有如下表述，“1980 年推广使用流脑疫苗后，流脑发病持续下降，

无明显的周期性”；“从 1986 年开始推广使用 A 群脑膜炎多糖菌苗，1991 年后年发病率明显下降，至今

一直维持在较低的发病水平”；“屏南县自 1980 年代推广使用Ａ群流脑多糖体菌苗以来，发病率、死亡率

均有所下降，流行周期性被打破，疫情得到根本控制”；“自从 1980 年以来，江苏省开始实施流脑 A 群多糖

疫苗普种，发病率随之逐渐下降，至 1988 年降至 1/10 万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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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发病率一直维持在 1/10 万以下的水平，进入 21 世纪发病率则进一步降低至

0.2/10 万以下的水平。另一方面，分地区来看，流脑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越高的地区在接

种疫苗后发病率的下降幅度越大。由于接种多糖菌苗能够有效预防流脑感染，并在整体上将

流脑发病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对于流脑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越高的地区而言，他

们受流脑疫苗接种的影响更大，获益更多。图 2 展示了流脑疫苗接种前后地区流脑发病率与

发病率下降幅度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在多糖菌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越高的地区，多糖菌苗

接种后流脑发病率的下降幅度便越大12。 

 

图 2 疫苗接种前不同流脑发病率地区受疫苗接种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各地编撰的《卫生志》，从中我们手工整理了不同地区

在接种流脑疫苗前的发病率和疫苗接种时间等数据；二是 2010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为本文提供了个体层面详细的人力资本变量和社会特征信息。 

1.城市流脑发病率和疫苗接种数据 

疫苗接种前的城市流脑发病率数据主要源于各城市编撰的《卫生志》，详细记录了当地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卫生行政变革、卫生防疫数据和医疗保健信息

等，而传染病感染和防治的信息便被详细记录在卫生防疫数据部分。 

我们依靠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各省市卫健委官网、各省份图书馆和政府信息公开等

多个渠道收集了各城市的《卫生志》，并对其中记录的有关流脑发病数据和防治信息逐一进

行整理13。发现全国共有 246 个城市记录了流脑发病数据，其中 136 个城市较为详细地公布

了建国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流脑发病数据，110 个城市只详细报告了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12 多糖菌苗接种前地区流脑发病率数据是 1966-1968 年和 1976-1978 年六年发病率均值，多糖菌苗接种后

地区发病率是当地疫苗推行后 6 年的平均发病率。不同地区疫苗接种时间详见下文阐述。 
13 少量城市并没有在《卫生志》中公布传染病数据，而是在《地方志》中报告传染病数据。针对这一情况，

我们通过整理各城市的《地方志》对数据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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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两次流脑大流行期间的发病数据。 

由于绝大多数城市的《卫生志》均未详细报告当地接种流脑疫苗的时间，为此我们将省

份《卫生志》中记录的各省最早接种流脑多糖菌苗的年份作为省内所有城市接种流脑疫苗的

时间。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地区流脑疫苗接种的时间并不统一，但主要集中在 1980 年左右，

与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中记载的多糖菌苗在 1980 年推向全国的时间一致。 

2.个体层面数据 

个体人力资本和特征变量数据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迄今为止，CFPS 已进行了六轮追踪调查，考

虑到本文研究设计以及我国流脑疫苗的接种主要集中在 1979-1986 年，因此本文选择使用

CFPS 2010 年调查作为本文个体层面的数据来源。在 2010 年，绝大多数研究对象都已完成

教育且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能够有效满足本文识别需求14。此外，与 CFPS 其它追踪轮次

调查数据相比，CFPS 2010 年调查数据还详细记录了个体出生地及迁移信息，能够排除人口

迁移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 

（二）识别策略 

本文目的是考察使用疫苗防治流脑这一传染病后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

响，参考 Bleakley（2007）、Bütikofer and Salvanes（2020）、梁超和王素素（2020）等文献做

法，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识别。具体地，本文识别策略主要基于两个维度的差异，一

是个体出生城市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的差异，衡量了不同地区个体受流脑疫苗接种影响强

弱。图 2 显示，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越高的城市在疫苗接种后发病率下降的幅度越大，从

流脑疫苗接种中获益也越多。因此，与强度双重差分模型类似，可以将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

率较高的地区视为“处理组”，较低地区视为“参照组”。二是疫苗接种时个体队列的差异。

流脑发病人群主要集中在 15 岁及以下的青少年，而疫苗接种也主要针对这部分人群。因此，

疫苗接种时的 15 岁年龄成为区分流脑疫苗接种影响前后的变量，在 15 岁及以下受流脑疫

苗接种的影响，而在 15 岁以上则基本不受影响15。 

𝑌௜,௖,௣,௧ ൌ 𝛼଴ ൅ 𝛼ଵ൫𝑇௖,௣
௣௥௘ ൈ 𝑃𝑜𝑠𝑡௜,௖,௣,௧൯ ൅ 𝛼ଶ𝑋௜,௖,௣ ൅ 𝜃௖ ൅ 𝜇௣,௧ ൅ 𝜖௜,௖,௣,௧ ሺ1ሻ 

模型（1）中，下标 i、c、p、t 分别表示个体、出生城市、省份和出生年份。被解释变

量𝑌௜,௖,௣,௧是衡量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变量，包括教育成就、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核

心解释变量是𝑇௖,௣
௣௥௘和𝑃𝑜𝑠𝑡௜,௖,௣,௧两个变量的交互项，其中𝑇௖,௣

௣௥௘是个体出生城市在疫苗接种前的

流脑发病率。𝑃𝑜𝑠𝑡௜,௖,௣,௧是流脑疫苗接种启动后产生的队列变化，下文详细介绍了定义。我们

还在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基本特征变量𝑋௜,௖,௣，包括性别、户口类型和民族成分。𝜃௖是城

市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或缓慢变化）因素对结果的干扰。此外，我

们还加入了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𝜇௣,௧，以控制省份和时间层面上实施的一系列可能影

                                                   
14 由下文变量定义中可知，我们将个体在接种疫苗时未满 15 周岁的视为政策干预后的队列，疫苗接种时

15-25 周岁的视为政策干预前的队列，结合各地疫苗接种时间可以算出在 2010 年，政策干预后的队列个体

年龄区间为 24-46 岁，干预前的队列个体年龄区间为 40-56 岁。考虑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使用 CFPS 
2010 年之后的将存在大量的干预前的队列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二者缺乏可比性。 
1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识别认为脑疫苗主要对 0-15 岁个体接种，并不意味着 16 岁及以上的个体完全不可

能接种疫苗，只是 0-15 岁涵盖了绝大多数的流脑疫苗接种个体，能够最大化的兼顾受益人群，具有较高的

代表性。但正如下文所述，即使 16 岁及以上个体会接种流脑疫苗，也只会导致结果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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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16。𝜖௜,௖,௣,௧是随机扰动项。𝛼ଵ是我们主要关心的系数，反映了流脑

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平均效应。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有模型均在城市层面

对标准误进行聚类估计。 

模型（1）识别一致性的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系数𝛼ଵ能够真实反映流脑疫苗接种的效

果，而非同期其它干扰因素的影响。二是对于非主要受益群体而言，流脑疫苗接种前城市发

病率变量与其人力资本积累不存在显著关系，即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需要注

意的是，这一假设并不需要每个城市的发病率变量外生（Chen et al.，2020）。在后文检验中，

我们对上述两个假设进行了严格的检验，表明模型（1）的估计结果是准确可靠的。 

此外，模型（1）估计的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应被视为真实结果的下限。

具体地，我们将疫苗接种时大于 15 岁的个体视为控制组，但现实中他们也可能受到疫苗接

种的影响。例如，由于 15 岁并非是感染流脑和接种疫苗的绝对临界点，15 岁以上的个体也

可能接种疫苗，或因为 0-15 岁人群接种疫苗产生的正外部性降低了流脑在 15 岁以上的人群

的传播，间接改善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同时，15 岁以上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可能因溢出

效应从接种了疫苗的同伴中受益。 

（三）主要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我们从教育成就、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三个方面衡量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首先，就教

育成就而言，它是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本文关于流脑疫苗接

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影响考察中最核心的内容。CFPS 2010 年调查详细收集了个体的教育

信息，我们主要使用个体已完成的教育年限衡量个体教育成就，同时也使用个体是否完成小

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三个体现学历的变量作为补充。 

其次，就健康状况而言，它是与教育同等重要的另一种人力资本形式，不仅会对个体的

收入和效用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对健康状况的检验中，

我们分别考察了疫苗接种对个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整体健康三方面的影响。已有研究表

明，身高是衡量个体生理健康的重要指标，而 15岁之前是身高禀赋形成的关键时期（Phadera，

2021）。因此，我们使用个体的身高衡量个体生理健康。而在对心理健康的测量中，CFPS 2010

年调查采用了 6 道题设计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测量受访者心理健康，每道题受访者回答选项均分为五档，从“几乎每天”

到“从不”17。我们分别将其赋值为 4-0，最终将 6 道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一个范围在

0-24 的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得分，即 CES-D 得分。分值越高，表示个体心理健康越差。

除连续的 CES-D 得分外，我们还根据 CES-D 得分是否大于等于 4 生成了一个表示个体是否

                                                   
16 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义务教育改革等省份层面政策。同时由于我们加入的是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

定效应，会自动加入年份固定效应，因此还可以控制时间层面的共同冲击的影响。 
17 CFPS 2010 年调查使用的是 6 道题设计的 CES-D 量表，与标准的 20 道题的 CES-D 量表在测量个体心理

健康上具有同样的效力。CFPS 2010 年调查关于个体心理健康测量的具体问题为：“最近 1 个月，你感到情

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的频率”；“最近 1 个月，你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最近 1 个月，

你感到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最近 1 个月，你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的频率”；“最近 1 个月，你

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的频率”；“最近 1 个月，你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每个问题的答案均为“几乎

每天”、“每周两三次”、“每月两三次”、“每月一次”和“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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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临床抑郁风险的虚拟变量（Burnam et al.，1988）。进一步，我们还使用 CFPS 2010 年调

查中公布的调查员对受访者的健康状况评价衡量个体的整体健康水平。与自评健康相比，他

评健康提供的信息更加客观。 

最后，就认知能力而言，它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内在能力，是对人脑加工、储存与提取

信息能力的一种反映，是人力资本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殷戈等，2020）。我们使用 CFPS 

2010 年调查记录的字词测试分数和数学测试分数衡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认知能力越强。

此外，我们还计算了两个测试得分的均值，用于进一步衡量个体的认知能力。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疫苗接种前城市流脑发病率变量（𝑇௖,௣
௣௥௘）和个体在疫苗接种时是否

在 15 岁及以下的队列虚拟变量（𝑃𝑜𝑠𝑡௜,௖,௣,௧）。由上文数据来源介绍可知，虽然绝大多数城市

都通过《卫生志》记录了当地流脑发病数据，但却有近 45%的城市只报告了上世纪两次流脑

大流行期间（1966-1968 年和 1976-1978 年）的发病数据，并没有公布每一年的数据。为减

少样本损失，我们在基准回归中仅使用每个城市在两次大流行期间发病人数表示疫苗接种前

各地流脑的严重程度。首先，我们提取出每个城市在两次大流行期间的每年发病人数；其次，

计算每个城市在两次大流行中的年均发病人数，以克服部分地区在部分年份存在数据缺失的

问题18；最后，为消除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将城市年均发病人数除以 1982 年人口普查

中公布的各地区总人数，得到每百人流脑的发病人数，以此表示城市在疫苗接种前的流脑发

病率。 

选择使用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原因在于，在与流脑大流行较为接近的年份中，只有

1964 年和 1982 年人口普查能够准确反映各城市人口总数，但与 1982 年人口普查相比，1964

年人口普查中的城市距今发生的行政区划调整更大，会对样本量造成较大损失。此外，我国

在 1984 年后才开始放松对流动人口的控制，1982 年人口普查中几乎不存在流动人口，能够

真实反映各城市的人口数量19。 

在疫苗接种队列虚拟变量（𝑃𝑜𝑠𝑡௜,௖,௣,௧）设定中，我们根据各地疫苗接种时个体年龄进行

设计。具体地，根据流脑主要感染人群和疫苗接种对象，流脑疫苗接种时处于 0-15 岁的人

群都处于受影响的队列。相反，在流脑疫苗接种时已满 15 岁的个体都处于政策实施前的人

群，但为最大化确保本文疫苗接种前后队列的可比性，我们将疫苗接种时 16-25 岁的人群视

为流脑疫苗接种前的队列。由前文可知，1979 年是我国最早接种疫苗的年份，而当时 25 岁

的人群在 2010 年已满 56 岁，如果将疫苗接种前队列的年龄进一步拓展至 25 岁以上将导致

大量人群在 2010 年时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20。 

3.控制变量 

考虑到过多加入个体控制变量可能会导致“坏的控制变量”（Bad control）问题，在模型

                                                   
18 在计算城市年均发病人数过程中，我们除以的是城市公布数据的年数，而非流脑大流行持续的年数。例

如，如果城市 A 在两次大流行期间公布了 6 年数据，那么我们就是将这 6 年的发病人数进行加总，再除以

6 得到年均发病人数。如果城市 B 在两次大流行期间只公布了 4 年数据，那么我们就是将这 4 年的发病人

数加总，再除以 4 得到年均发病人数。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部分城市在部分年份存在数据缺失导致的

数据偏误问题。 
19 198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对流动人口管制出现松动。

由于流脑会影响当地死亡率，使用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可能存在偏差，为此也使用了 1964 年人口普

查的人口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不变。 
20 我们也将控制组年龄队列限制在 16-20 岁，16-22 岁和 16-24 岁，发现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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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中，我们只加入了个体性别、户口类型和民族成分三个控制变量，这也是以往

研究早期冲击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通常做法（Chen et al.，2020）21。由于个体可能因

上学和工作变更自身户口类型，我们使用个体 3 岁时的户口状况衡量其户口类型，从而控制

早期户籍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四）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在对主要变量进行定义后，我们使用 CFPS 2010 年调查的个体出生城市将疫苗接种前

的城市发病率进行匹配。由于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调整，

在匹配过程中我们将这部分城市做了剔除，最终成功匹配到 90 个城市的发病率数据，占

CFPS 2010 年总调查城市数量的 71%22。为保证数据质量，本文进一步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

首先，仅保留在疫苗接种时年龄在 0-25 岁的个体，他们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为

缓解人口迁移对结果的干扰，我们剔除了出生地与个体 3 岁时居住地、12 岁时居住地和现

在居住地不一致的样本，同时还剔除了非中国国籍的样本。最后，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

本。最终共获得 8519 个有效观测值。 

为检验本文使用的城市样本数据的代表性，我们在图 1 展示了本文使用的 90 个城市的

发病率和全国整体发病率的走势23。可以发现，本文使用的样本城市的平均发病率与同时段

全国整体的发病率无论是走势还是具体数值都非常接近。不仅说明本文使用的样本具有广泛

代表性，而且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手工收集数据的准确性。 

表 1 总结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并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样本城市在疫苗接种

前流脑发病率的均值为 0.093，相当于我国 2020 年新冠肺炎发病率的 15 倍24，而最小值和

最大值分别为 0.002 和 0.602，标准差为 0.102，说明在我们的数据中不同城市的流脑发病率

存在明显差异，为本文识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前城市每百人流脑发病人数 0.093  0.102  0.002  0.602  

流脑疫苗接种队列 流脑疫苗接种时 0-15 岁=1，16-25 岁=0 0.612  0.487  0 1 

教育年限 根据受访者完成的最高学历计算所得 7.440  4.414  0 22 

是否读完小学 是=1，否=0 0.765  0.424  0 1 

是否读完初中 是=1，否=0 0.538  0.499  0 1 

是否读完高中 是=1，否=0 0.214  0.410  0 1 

身高 个体身高（厘米） 163.764  7.550  120 196 

他评健康状况 健康=1，否则=025 0.734  0.442  0 1 

CES-D 得分 6 道 CES-D 测试得分加总 2.913  3.757  0 24 

                                                   
21 我们也加入了父母教育程度变量进行检验，发现结论不变。限于篇幅未予报告，留存备索。 
22 与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相比，这一时期区县行政区划调整的力度更大，这也是本文没有使用区县层面发

病率指标进行识别的重要原因。此外，区县《卫生志》记录的流脑发病数据也相比城市《卫生志》粗糙。 
23 由于部分城市在部分年份，尤其是非大流行年份发病数据缺失，为避免对整体平均发病率导致偏差，我

们使用的是当年记录了流脑发病情况城市的平均发病率。 
24 我国 2020 年新冠肺炎发病人数为 87093 人，全国总人口约为 14.12 亿，2020 年每百人发病率约为 0.006。 
25 CFPS 2010 调查中，访问员对受访者健康评价分值为 1-7，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身体越健康，我们将 1-4
赋值 0，表示不健康，5-7 赋值为 1，表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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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风险 CES-D 得分>=4=1，否则=0 0.237  0.426  0 1 

字词测试得分 认知能力测试的字词测试得分 17.763  10.049  0 34 

数学测试得分 认知能力测试的数学测试得分 10.355  6.188  0 24 

有无工作 有=1，没有=0 0.798 0.402 0 1 

工作收入 有工作人群的工作收入，取对数 8.670 1.217 6.909 10.602 

性别 男性=1，女性=0 0.488  0.500  0 1 

民族 汉族=1，否则=0 0.881  0.324  0 1 

户口 3 岁时户口类别为农业户口=1，否则=0 0.865  0.341  0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流脑疫苗接种与个体教育成就 

表 2 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教育成就的模型（1）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报告的是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年限影响的估计结果，也是本文的基准结果。可以发现，流脑疫苗

接种前发病率和疫苗接种队列的交互项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流脑疫苗的接种显

著增加了个体教育年限。进一步，我们在列（2）—列（4）依次报告了以个体是否完成小学、

初中和高中教育衡量个体教育成就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始终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流

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具有积极的影响26。 

从经济意义上看，在对个体教育年限的估计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约为 5.9，说明疫苗

接种前城市流脑发病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接种疫苗青少年（0-15 岁）的教育年限增加 5.9

年。由于样本中城市在疫苗接种前的流脑发病率均值为 0.093，意味着流脑疫苗的接种使接

种疫苗的群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5 年（5.875*0.093）。这一效果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的

根除（Barofsky et al.，2015）和挪威肺结核疫苗接种（Bütikofer and Salvanes，2020）对个体

教育成就的积极效应相近，二者对个体教育年限的提高分别约为 0.5 年和 0.46 年，说明本文

结论具有国际比较性27。 

而从对是否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估计结果来看，交互项系数分别约为 0.3、0.6 和

0.5，考虑到样本中个体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例均值分别约为 76.5%、53.8%和

21.4%，说明接种流脑疫苗使得受益群体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3.1%、

10%和 22.4%28。可以看出，与对个体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积极效应而言，流脑疫苗接种

对个体完成小学教育的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当时小学普及率已相对较高，增加空间较小。 

表 2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影响结果 

  （1） （2） （3） （4） 

因变量： 教育年限 是否读完小学 是否读完初中 是否读完高中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5.875*** 0.262** 0.580*** 0.518*** 

                                                   
26 附表 1 报告了表 2 含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 
27 流脑的总人口发病率虽然相比疟疾和肺结核较低，但是由于其主要感染 0-15 岁人群，正如附图 1 所示其

在特定人群中的感染率较高，这可能是导致流脑疫苗接种经济后果较大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 15 岁不仅

是个体接种流脑疫苗的分界点，也是个体是否选择进入高中阶段的分界点，流脑疫苗通过改善个体健康增

加了个体进入高中学习的可能，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其教育年限，这可能是导致流脑疫苗接种经济后果较大

的原因之二，后文完成高中教育概率最高的结果也验证了我们的推测。 
28 计算方法为交互项系数乘以疫苗接种前城市流脑感染率均值，再除以样本均值，最后再乘以 100%。后

文类似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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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队列 (1.217) (0.128) (0.130) (0.168) 

R 方 0.395 0.310 0.304 0.292 

观测值 8519 8519 8519 8519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进一步，我们还采用动态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影响的动态

影响。图 3 结果显示，在流脑疫苗接种时大于 15 岁的队列中，不同发病率城市中的个体教

育成就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流脑疫苗接种时小于及等于 15 岁个体的教育成就则出现了

显著的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随着接种疫苗时年龄的降低而持续存在。上述结果一方面验证

了本文队列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另一方面也说明流脑疫苗的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

的影响具有长期且持续的促进作用。此外，由于个体教育成就在疫苗接种时 15 岁出现了较

为明显地跳跃，与流脑疫苗接种年龄相符，说明模型（1）受同期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较小。 

 

图 3 主要结果动态双重差分结果 

注：图中展示是 90%水平的置信区间。 

（二）流脑疫苗接种与个体健康和认知能力 

表 3 的列（1）—列（4）报告了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健康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在对个体身高的估计中（列 1），表示流脑疫苗接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脑疫苗

接种显著增加了受益群体的身高，平均增加了约 0.4 厘米。而在对 CES-D 得分（列 2）和抑

郁风险（列 3）这两个表示心理健康的指标的估计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

流脑疫苗的接种不仅提高了受益群体的生理健康水平，也改善了其心理健康。从系数大小来

看，流脑疫苗的接种使得受益群体患抑郁的风险降低了约 9.5%。自然地，列（4）结果显示，

流脑疫苗接种从整体上改善了受益群体的健康水平29。 

                                                   
29 我们也使用个人自评健康水平进行分析，发现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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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的列（5）—列（7）报告了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

示，表示流脑疫苗接种的交互项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流脑疫苗接种显著提高了受益群体

的认知能力。平均而言，疫苗接种分别使受益群体字词测试和数学测试平均得分提高了 3.3%

和 5.8%。 

附图 3 报告了采用动态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的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健康和认知能力影响

的动态效应。可以发现，在对个体健康和认知能力影响的考察中，本文队列双重差分模型同

样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且影响后果同样具有长期且持续的特征。 

综合教育、健康和认知结果可知，流脑疫苗的接种显著提升了受益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

对促进我国个体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 3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健康和认知能力影响结果 

  （1） （2） （3） （4） （5） （6） 

因变量： 身高 CES-D 得分 抑郁风险 健康水平 字词测试 数学测试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3.965** -2.082** -0.241* 0.244* 6.340** 6.453*** 

(1.557) (1.033) (0.130) (0.122) (3.000) (1.827) 

观测值 8519 8519 8519 8519 8519 8519 

R 方 0.554 0.132 0.131 0.206 0.382 0.369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三）流脑疫苗接种与个体教育成就异质性分析30 

1.性别的差异 

由于先天身体素质和健康干预回报率的差异，早期经历对男女教育成就的影响将有所不

同（Cutler et al.，2010；Venkataramani，2012）。与女性相比，男性在幼儿时期身体素质更加

脆弱，更有可能遭受疾病困扰，因此从早期传染病预防和治疗中的获益也更大（Venkataramani，

2012）。此外，我国男性青少年的流脑发病率也略高于女性。因此，与女性相比，流脑疫苗

接种对男性教育成就的积极影响可能更大。表 4 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男性和女性

样本中，表示流脑疫苗接种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疫苗接种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成

就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从系数大小来看，交互项系数在男性样本中为 7.2，女性样本

中为 4.4。本文样本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年限均值分别为 8.3 和 6.6 年，意味着流脑疫苗的接

种平均使男性教育年限提高了 8.1%，而女性教育年限则提高了 6.2%。流脑疫苗接种对男性

教育成就的积极效应略大于女性，与预期分析一致。 

2.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 

通常而言，经济社会条件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承受疾病负担的能力更差，从传染病防治

过程中的获益也更多，因此，传染病防治运动有助于降低社会不平等（Bütikofer and Salvanes，

2020）。本文从两个方面衡量个体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对上述推断进行检验。一是个体所在

地区差异。与城市地区相比，在 20 世纪中期，我国农村地区不仅医疗卫生条件更落后，且

                                                   
30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而教育是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最基

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成为了本文最核心的考察内容，因此我们在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主要

围绕教育年限进行分析。事实上，我们也对健康和认知能力做了同样的检验，结论均保持一致。限于篇幅，

未予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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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生活水平、营养摄入也更差。二是家庭背景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在遭受传染病等负

面健康冲击时，背景较好的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充足的食品，而

背景较差的家庭则会因为医疗负担能力更差而遭受更大的风险（Bütikofer and Salvanes，

2020）。有理由相信，流脑疫苗接种对农村地区和家庭背景较差个体教育成就的积极影响更

大。我们根据个体在 3 岁时的户口状况划分个体地区属性，而在区分家庭背景时，我们根据

个体父亲的学历进行划分，将个体父亲完成初中教育视为背景较好家庭，否则为背景较差家

庭31。表 4 列（3）和列（4）分别报告了流脑疫苗接种对城市和农村个体教育成就的影响。

结果显示，表示流脑疫苗接种的交互项系数只在农村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列（5）和列（6）

的估计结果中，交互项系数也只在父亲未有初中学历样本中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说明，与经济社会条件更好个体相比，流脑疫苗接种对经济社会条件更差个体

教育成就的积极影响更大。意味着流脑疫苗接种不仅总体上提高了受益群体的教育水平，而

且还能够通过缩小早期健康差距减少成年时期的不平等，从而降低了社会不平等。 

表 4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影响的异质性结果 

  （1） （2） （3） （4） （5） （6）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父亲具有

初中学历 

父亲未有

初中学历 

因变量：教育年限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7.222*** 4.410*** 0.443 6.095*** -0.225 4.991*** 

(1.723) (1.423) (1.022) (1.382) (2.373) (1.534) 

观测值 4157 4362 1147 7372 1653 5674 

R 方 0.355 0.487 0.417 0.350 0.493 0.390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1.干扰因素排除 

尽管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固定效应，能够最大化消除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

因素和省级层面政策的干扰，但本文的结论依然面临着其它同时期干扰因素的影响。 

第一，“十年内乱”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干扰。其一，正如背景介绍中所述，我国流脑

大流行与人口流动联密切相关，不同城市流脑发病率可能反映的是当地人口流动的严重程度

32。其二，“十年内乱”期间的人口流动还可能影响当地未来发生流脑的概率，从而影响不同

地区流脑疫苗接种时间。其三，在“十年内乱”初期，我国几乎所有城市中的学校都暂时性

关闭了 2-3 年。因此，其还恶化了对照组人群的教育环境，可能导致本文结果高估。为排除

“十年内乱”的影响，我们参考 Chen et al.（2020）做法，直接在模型中加入反映个体受其

影响强弱的队列双重差分变量33。表 5 列（1）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31 我们还以个体父亲是否上过小学进行划分，发现结论不变。 
32 由于人口流动还可能导致我们计算的发病率并不能够反映当地的流脑流行水平，为此我们进一步基于较

为详细地公布了建国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流脑发病数据的 136 个城市样本计算了疫苗接种前的发病

率均值，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不变。 
33 “十年内乱”队列双重差分变量=不同城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受影响队列。本文使用是否出生在 1970
年之前区分是否为受影响队列，原因有二：其一，“十年内乱”期间大多数暴力事件均发生在早期，而在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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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系数大小与基准结果差异不大，说明本文结论不受“十年内乱”的影响34。 

第二，另一个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干扰的历史事件是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由于

本文对照组个体的出生年份区间为 1954-1970 年，部分对照组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可能受到

大饥荒的影响，从而影响本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由于 1962 年后出生的样本不受大饥荒的

影响，为此，我们直接剔除 1962 年前出生的样本，表 5 列（2）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

然存在35。 

第三，除重大历史事件外，同期我国还存在其它传染病防治运动。一是上世纪 60 年代

左右开展的传染病防治运动，如 1957 年的防疟运动，1964 年的预防儿童脊髓灰质炎运动和

1965 年的麻疹疫苗接种运动等。由于本文使用的疫苗接种前后队列的个体都能从中受益，

本文识别策略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该时期传染病防治运动的干扰。但仍需注意的是，疫苗接

种前队列群体在这一时期的年龄更大，受益时间比疫苗接种后队列群体更短，可能导致本文

结果产生偏误。为此，本文进一步以流脑疫苗接种时 0-7 岁的个体为流脑疫苗接种后的队列，

8-15 岁为政策干预前的队列识别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影响。这一做法的逻辑在

于，其一，可以保证疫苗接种前后队列的个体出生年份都在 1964 年及之后，从 60 年代传染

病防治运动中的受益时间一致。其二，由于年龄越小的个体感染流脑的概率越高，病情越严

重，而 7 岁及以下儿童是受流脑侵害最严重的群体（Li et al.，2018），因此，与 8-15 岁个体

相比，0-7 岁个体从流脑疫苗接种中受益更多。表 5 列（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

然显著为正。 

二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开展的疟疾防治运动。这一时期，长江以北五

省（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疟疾爆发36。1974 年五省展开疟疾联防运动（黄树则

和林士笑，1986），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排除该运动对本文结果的干扰，我们直接剔除上

述五省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 5 列（4）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存在37。 

第四，本文结论还可能仅仅反映的是城市趋势的影响，而非流脑疫苗接种的作用38。为

此，我们进一步在模型（1）中加入城市与年份趋势和城市与年份趋势平方的固定效应。表

5 列（5）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系数大小表明，考虑城市趋势后，流

                                                   
年之后便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Walder，2014）。其二，“十年内乱”初期我国城市几乎所有学校都暂时性

关闭，1968-1969 年学校陆续开放（Deng and Treiman，1997）。与 1970 年之前出生的个体相比，1970 年及

以后出生的个体受暴力事件和学校关闭的影响都较小。不同城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据源于 Walder
（2014）。 
34 “十年内乱”期间，虽然城市的医疗、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但农村的教育、医疗却发展迅速（Chen 
et al.，2020）。这虽然会对控制组产生一定的正向冲击，但是不太可能会导致的结果的偏误，因为这些医疗、

教育扩张运动虽然在“十年内乱”结束后大幅削弱，但是其对当地的教育、医疗产生了较为长期的促进作

用，本文疫苗接种后队列群体也能够享受教育、医疗扩张运动的益处。因此，通过队列双重差分模型可以

消除这些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35 我们还参考程令国和张晔（2011）设计，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反映个体受大饥荒影响强弱的队列双重差分

变量进行回归，发现结论不变。 
36 1957 年我国开展了建国后第一次疟疾防治运动，基本消除了南方地区的疟疾（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 
37 我们还排除了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的血吸虫病防治和肺结核防治对本文结果的干扰。限

于篇幅，未予报告，留存备索。 
38  例如，我们观察到的流脑发病率下降可能并非疫苗接种的作用，而是流脑高峰期后发病率自然地下降。

尤其对于 1976-1978 年高峰期疫苗推广前出生的个体而言，很可能即便没有推广疫苗，由于流脑发病率在

暴发后自然下降，这一时期出生的个体受流脑感染的可能性更小，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会更好，从而可能导

致我们估计得到的结果并非反映的是流脑疫苗接种的影响。为此，我们剔除了 1976 年及其之后出生的样本

重新进行检验，发现结论依然存在，表明本文估计得到的结果确实是流脑疫苗接种的效应。 



16 
 

脑疫苗接种对受益群体教育年限的提高降至约 0.4 年。 

第五，尽管本文的队列双重差分模型并不需要满足城市流脑发病率是随机外生的，只需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可。但现实中我们只能观察政策实施前不同发病率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无法检验政策实施后的差异，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依然可能受到不同城市发病率非

随机的影响。为此，我们参考 Huang and Liu（2023）做法，通过控制影响城市流脑发病率的

前定变量与个体出生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城市流脑发病率可能存在的非随机问题对结果的

干扰。具体地，我们还从各个城市编撰的地方志（包括人口志、财政志、经济志、农业志、

卫生志和教育志等）和新中国五十年系列丛书中全面收集了各城市在疫苗接种前的一系列社

会经济指标，包括反映经济发展的人均 GDP、年末总人口、人均粮食产量和是否沿海或港

口城市；反映卫生健康水平的每千人病床数、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死亡率；反映教育水

平的每千人拥有小学学校数、每千人拥有中学学校数、每千人拥有小学教师数、每千人拥有

中学教师数和人均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我们将这些指标与个体出生年份进行交互放入模型

（1）中进行检验39。表 5 列（6）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40。 

以上检验说明，本文基本结论不受干扰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表 5 干扰因素排除 

  （1） （2） （3） （4） （5） （6） 

 
“十年

内乱” 
大饥荒 

60 年代

传染病

防治 

五省疟

疾防治 

城市趋

势 

发病率

非随机 

因变量：教育年限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5.617*** 5.200*** 1.816** 5.640*** 4.141** 6.955*** 

(1.275) (1.433) (0.846) (2.032) (1.672) (1.921) 

“十年内乱” 
-0.015**      

(0.007)      

城市*年份趋势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城市*年份趋势平方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城市前定变量-出生年

份交互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8519 6972 5463 5744 8519 3597 

R 方 0.395 0.409 0.412 0.423 0.409 0.422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2.替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 

我们还替换了基准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第一，使用 1966-1968 年间和 1967

                                                   
3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各城市并没有逐年公布当地的社会经济指标，因此，如果我们采

取疫苗接种前单一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导致我们的样本量出现严重的缺失。例如，如果我们仅使用 1978
年上述指标数据的话，将会导致我们的样本量包含 15 个城市 1465 个样本。为此，我们采取与计算流脑发

病率的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收集 1975-1978 年间上述指标；其次，计算每个城市在 1975-1978 年间

指标均值，在此计算过程中，我们除以的是城市公布数据的年数，而非整个区间持续的年数，以克服部分

地区在部分年份存在数据缺失的问题。最终得到用于分析的数据。其中，人均指标使用的均为数据中报告

的当年地区人口数量。 
40 在表 5 列（6）的估计样本中，流脑发病率均值为 0.096，因此可以计算得到受益群体教育年限因流脑疫

苗接种增加了约 0.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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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年度流脑发病率重新进行检验。与基准模型中计算方式相比，1966-1968 年记录的流脑发

病人数更加详细，尤其是 1967 年最为详细41。表 6 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上述两个衡

量方式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本结论。从经济意义

上看，由于样本中 1966-1968 年和 1967 年发病率均值分别为 0.13 和 0.37，意味着使用以上

两种方式衡量发病率得到流脑疫苗接种分别使受益群体的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5 和 0.4 年，

与基准结果相近。 

第二，直接使用疫苗接种后流脑发病率下降幅度表示城市受流脑疫苗接种的影响程度。

具体地，我们使用疫苗接种前两次大流行期间城市流脑发病率，即模型（1）中的城市在疫

苗接种前发病率减去接种流脑疫苗 6 年后的流脑发病率，得到城市流脑发病率下降幅度。表

6 列（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结合样本中城市流脑发病率下降幅度均值

约为 0.06 可以得到，接种流脑疫苗使受益群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4 年，与基准结果相近。 

第三，为减少城市流脑疫苗接种前发病率数据测量误差，参考 Bütikofer and Salvanes

（2020）做法，根据中位值生成疫苗接种前城市流脑发病率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将大于等

于中位值的城市视为发病率较高的样本，否则为发病率较低的样本。表 6 列（4）结果显示，

疫苗接种对流脑发病率较高城市受益群体教育成就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基准结果一致。 

第四，我们还通过重新设置队列虚拟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不同省份流脑疫苗接种

的时间并不一致，疫苗接种队列变量实质是一个渐进性双重差分变量（Staggered DID）。由于

异质性处理效应，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估计偏误（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

2020）。为此，本文使用两类方式进行缓解，一是将多糖菌苗 1980 年被正式批准推向全国的

时间视为全国所有地区疫苗接种时间，此时模型中的疫苗接种队列变量不再是一个渐进性双

重差分变量，而是一个“一刀切”的变量，能够有效避免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导致的估

计偏误问题。表 6 列（5）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种平均使受益群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5

年，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二是参考 Bütikofer et al.（2018）做法，只保留 1980 年接种流脑疫苗的地区样本进行分

析。我国流脑疫苗接种时间区间为 1979-1986 年，而绝大多数地区接种时间为 1980 年。表

6 列（6）报告了仅使用疫苗接种时间为 1980 年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交互项变

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于样本中 1980 年接种疫苗地区流脑发病率均值为 0.077，意味着流

脑疫苗接种平均使受益群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4 年，与基准结果相近42。 

表 6 替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因变量：教育年限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5.298*** 

     (1.494)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1966-1968 

*疫苗接种队列 

3.812***      

(1.072)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1967  1.145**     

                                                   
41 同样的，我们使用 1982 年人口普查公布的城市总人数计算发病率。 
42 由于 1980 年是根据疫苗研发与试验进度国家层面统一批准的接种时间，与地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无

关，因此这一检验结果还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排除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因素对疫苗接种效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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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队列  (0.508)     

流脑发病率下降幅度 

*疫苗接种队列 

  6.756***    

  (2.069)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虚拟变量*疫苗接种队列 

   0.880***   

   (0.293)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1980 

    5.388***  

    (1.247)  

观测值 8276 7443 6484 8519 8226 4061 

R 方 0.396 0.396 0.380 0.394 0.386 0.305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五、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本部分我们旨在考察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参考模型（1），表 7

面板 A 列（1）报告了流脑疫苗接种对受益群体就业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表示流脑疫苗

接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脑疫苗接种显著提高了个体工作概率。平均而言，流脑

疫苗接种使得受益群体就业概率提高了约 3.2 个百分点。进一步，我们在面板 B 的列（1）

报告了流脑疫苗接种对有工作的受益群体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同样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系数值为 0.8，表明流脑疫苗接种使得受益群体收入平均增加了 7.4%。就业概率和收入

的提高意味着社会经济产出的增加，本文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结果不仅意味着流脑疫苗的接种

促进了个体收入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流脑疫苗的接种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还参考 Bleemer and Mehta（2022）方法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对流脑疫苗接种

影响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解释力度。其方法的思路为，第一，将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对人

力资本积累和其他个人特征回归，拟合出在个体教育年限和其他特征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表

现43。第二，将拟合得到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流脑疫苗接种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流脑疫苗接

种对考虑了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大小。第三，将真实的劳动市场

表现对流脑疫苗接种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流脑疫苗接种对没有考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大小。第四，将第二步和第三步得到了流脑疫苗接种系数相除便得到

了人力资本积累对流脑疫苗接种与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关系的解释力度。由于在此过程中没

有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任何机制变量，因此能够有效避免之前中介效应模型中存在的“坏的控

制变量”问题，得到较为干净的中介结果。 

表 7 面板 A、B 的列（2）分别报告了就业和收入的第一步的结果；列（3）分别报告了

第二步的结果；而第三步的结果便是之前估计得到的列（1）结果。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

人力资本积累大约分别能够解释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就业和收入影响的 18.4%和 60.7%，说

明人力资本积累在改善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7 疫苗接种对个体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 

 （1） （2） （3） 

面板 A. 以就业衡量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结果 

因变量： 有无工作 有无工作 有无工作拟合值 

                                                   
43 我们加入了教育年限、身高、CES-D 得分、健康水平、字词和数学测试得分衡量个体人力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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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0.342** — 0.063*** 

(0.133) — (0.017) 

解释力  0.063/0.342=0.184 

观测值 8519 8519 8519 

R 方 0.226 0.240 0.681 

面板 B. 以收入衡量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结果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0.798** — 0.484*** 

(0.333) — (0.137) 

解释力  0.484/0.798=0.607 

观测值 6794 6794 6794 

R 方 0.355 0.411 0.765 

教育变量 否 否 是 

健康变量 否 否 是 

认知能力变量 否 否 是 

注：本表所有列均已加入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城市层

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六、成本收益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疫苗

的研发和接种需要政府大量的投资，科学评估疫苗接种的成本与收益对政府防治传染病具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本部分基于疫苗接种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我国流脑疫苗接种的成本收

益进行分析。 

既有文献对疫苗收益的评估主要有两类：一是狭义收益，指的是因疫苗接种导致死亡率

和残疾率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费用的降低等直接的医疗健康收益；二是广义收益，

如劳动力市场回报、人力资本积累、生产率提高和社会公平改善等各项收益（Ehreth，2003；

Sinha et al.，2007；Ozawa et al.，2012；Bloom et al.，2020）。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穷尽

所有方面的收益，本文主要从医疗健康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两方面计算我国流脑疫苗

接种的收益。 

（一）医疗健康收益 

医疗健康收益主要由因疫苗减少的发病人数和每例病例带来损失的乘积构成。本文使用

流脑疫苗推行前 30 年（1951-1980）和推行后 30 年（1981-2010）的发病人数之差衡量流脑

疫苗接种减少的发病人数。而每例病例带来的损失既包括直接的治疗、陪护费用，也包括因

死亡和伤残导致的损失。参照既有文献，本文将每例流脑病例的治疗和非治疗费用（含陪护

费用）分别设为 3245 元和 2664 元（张丽等，2017）；而因流脑死亡和伤残导致的损失，我

们使用最具代表性的疾病经济负担评价和测量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衡量，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DALYs ൌ ሺ𝐿 െ 𝐴ௗሻ ൈ 𝐷௔ ൅ ሺ𝐼 െ 𝐷௔ሻ ൈ 𝐷𝑊 ൈ 𝑃𝐷 ൈ ሺ𝐿 െ 𝐴଴ሻ ሺ2ሻ 

表 8 的 Panel A 报告了模型（2）指标的具体数值，可以计算得到我国流脑疫苗接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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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直接治疗、陪护费用减少额约为 506 亿元44，减少的 DALYs 约为 6503 万年。根据我国

1981-2010 年人均 GDP 均值 7826 元计算，因流脑疫苗接种减少的死亡和伤残损失约为 5089

亿元。因此，我国流脑疫苗接种的医疗健康收益约为 5596 亿元。 

（二）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 

除医疗健康收益外，流脑疫苗接种还将促进个体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其劳动力市场

表现，从而带来超越医疗健康收益外的额外效益。然而，这一收益却通常在以往的医学和公

共卫生文献中被忽略。 

由前文结果可知，流脑疫苗接种分别促进了受益群体 3.2 个百分点的就业概率和 7.4%

的收入增长，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流脑疫苗接种通过促进就业每年大约能够增加 1100 亿元的

收入，而对已就业受益群体收入的影响每年约增加 2172 亿元的收入45。我们假设个体一生

工作年限为 25 年，则流脑疫苗接种带来的就业收益和收入增长收益分别为 27500 亿元和

54300 亿元。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大约能够解释就业和收入增长的 18.4%和 60.7%。因此，

人力资本驱动的疫苗接种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大约为 38020 亿元，占总劳动力市场

回报收益 81800 亿元的约 46.5%。 

（三）流脑疫苗成本 

流脑疫苗接种的成本主要由每剂流脑疫苗的成本和接种剂数决定。由于数据限制，我们

无法获得 1981-2010 年期间我国流脑疫苗成本和接种数量的官方数据，为准确估计流脑疫苗

的成本，本文结合既有文献中的数据和我国人口结构进行计算。首先，参考张丽等（2017）

研究，贵州省每剂流脑疫苗的成本约为 13.05 元。但由于人工费用和业务费用的差异，不同

地区疫苗接种成本并不一致，东中西部疫苗接种成本的比值大约为 1.8：1.5：1（卢莉等，

2004），因此我们将每剂流脑疫苗的成本设定为 13.05-23.49 元46。其次，我们计算了流脑疫

苗的接种剂数。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记载，流脑疫苗保护期为 3 年，因此我们按照 0-15

岁儿童平均每人每三年接种一剂，一次接种两剂的原则计算流脑疫苗累计接种数量47。我国

1981-2010 年 0-15 岁的人口总数之和约为 912843 万人，意味着在此期间我国共需接种大约

60.9 亿剂次的流脑疫苗。最后，将每剂流脑疫苗的成本和接种总数，计算得到我国在 1981-

2010 年间的流脑疫苗成本约为 794-1430 亿元。 

综上所述，流脑疫苗接种带来的医疗健康收益为 5596 亿元，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为

81800 亿元，其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为 45330 亿元，流脑疫苗接

种的总成本则为 794-1430 亿元。意味着流脑疫苗接种的净收益约为 85986-86602 亿元，收

                                                   
44 计算过程为：减少发病人数*治疗费用+减少发病人数*非治疗费用。 
45 对促进就业收益的计算过程为，通过 1982 年人口普查中 0-15 岁的人口数估计流脑疫苗的受益规模约为

34146 万人，平均 3.2 个百分点就业概率的提高意味增加了约 1024 万人就业。根据样本中就业群体 2010 年

平均收入为 10747 元可以算得，流脑疫苗接种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约能够增加 1100 亿元的收入。对促进收

入收益的计算过程为，结合样本中有工作人群的年收入均值 10747 元、收入提高幅度 7.4%、受益人群规模

34146 万人和就业概率约 0.8，通过计算“平均收入（10747）*收入提高幅度（0.074）*受益人数（34146 万）

*就业概率（0.8）”可以得到大约 2172 亿元的收入。 
46 疫苗的成本主要包括疫苗和接种器具购买费用、接种工作费用以及接种补贴费用。 
47 原卫生部 2006 年印发的《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控工作方案》中也明确指出要避免流脑疫苗 3 年内

重复接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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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成本比高达 61-110 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流脑疫苗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劳动

力市场回报收益也远超医疗健康收益，这意味着忽略人力资本积累回报将导致对疫苗接种收

益的严重低估。 

本文估计的流脑疫苗接种收益成本比较高的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发展中国

家的后发优势，流脑疫苗的研发并非原创，成本相对较低；二是我国人口众多，流脑发病率

较高，受益群体规模庞大；三是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普遍较低，流脑疫苗

接种的边际收益较高。考虑到上述三个因素，本文估计的收益成本比仍然与现有文献中结论

具有可比性，例如 Park et al.（2018）研究显示，不同估计方法下 HPV 疫苗接种的收益成本

比在 69-1417 倍之间。 

尽管本文估计的流脑疫苗接种收益成本比较高，但本文结论依然反映的是真实值的下限，

其一，在计算流脑疫苗接种的收益时，我们仅仅考虑了医疗健康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

事实上，流脑疫苗对个体健康的改善还将降低儿童养育成本，增加整个家庭的福利。同时本

文还发现，流脑疫苗的接种还有助于降低社会不平等。对上述收益我们并没有进行充分地考

虑。其二，即使在医疗健康收益的计算中，我们也存在低估。例如，我们假设个体工作年限

仅为 25 年等等。其三，我们还可能高估了流脑疫苗的成本。例如，我们严格假设 0-15 岁的

青少年每隔 3 年便接种流脑疫苗，现实中这一现象可能并不普遍。  

表 8 流脑疫苗接种成本收益分析参数值及主要结果 

指标 数值 数据来源 

Panel A. 医疗健康收益计算所需指标 

减少死亡人数（𝐷௔） 539405 1975 年以前数据来自黄树则和林士笑（1986），

1975-2010 年数据来自中国卫生数据库 减少发病人数（𝐼） 8566711 

治疗费用（元） 3245 张丽等（2017）的调查数据 

非治疗费用（元） 2664 张丽等（2017）的调查数据 

死亡年龄（𝐴ௗ） 3.580 张丽等（2017）的调查数据 

预期寿命（𝐿） 70.555 1981-2010 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均值，国家统计局 

伤残权重（𝐷𝑊） 0.615 WHO 

伤残概率（𝑃𝐷） 0.1 Bilukha and Rosenstein（2005）48 

致残年龄（𝐴଴） 12 张丽等（2017）的调查数据 

人均 GDP（元） 7826 1981-2010 年人均 GDP 均值，国家统计局 

Panel B. 劳动力市场回报收益计算所需指标 

每年就业收益（亿元） 1100 文章第五部分估计结果 

每年工资收入收益（亿元） 2172 文章第五部分估计结果 

工作年限 25 作者假设 

人力资本积累解释力度 18.4%、60.7% 文章第五部分估计结果 

Panel C. 流脑疫苗成本计算所需指标 

累计接种人数（万人） 912843 1981-2010 年 0-15 岁人口总数，国家统计局 

接种疫苗剂次（万） 608562 累计接种人数/3*2 

每剂疫苗成本（元/剂次） 13.046 张丽等（2017）的调查数据 

                                                   
48 伤残概率来自医学文献中报告的流脑患者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神经性耳聋、失明、动眼神经麻痹、四肢

瘫痪、智力和情志改变、精神异常等后遗症的概率，约在 10%-20%之间，本文取最小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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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 计算得到的流脑疫苗接种收益及成本 

医疗健康收益（亿元） 5596 详见正文 

劳动力市场收益（亿元） 81800 详见正文 

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 

劳动力市场收益（亿元） 
38020 详见正文 

总疫苗成本（亿元） 794-1430 详见正文 

净收益（亿元） 85986-86602 医疗健康收益+劳动力市场收益-疫苗总成本 

收益成本比 61-110 （医疗健康收益+劳动力市场收益）/疫苗总成本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基于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使用疫苗防治流脑的事实，采用 CFPS 2010 年数

据和队列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疫苗接种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流脑疫苗接种显著促进了受益群体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平均而言，接种流脑疫苗使受益群

体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0.5 年，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概率分别提高 3.1%、10%和 22.4%。

除教育成就外，接种流脑疫苗还显著提高了受益群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教育成就受流脑疫苗接种的影响更大，同时经济社会条件较差个

体的教育成就从流脑疫苗接种中获益更多，说明流脑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社会不平等。进一

步我们还发现流脑疫苗接种显著改善了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表现为个体就业概率和收入的

增加，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最后，成本收益计算结果显示，流脑疫苗接种

的收益远高于总成本，二者比值高达 61-110 倍，而人力资本回报收益占据主导，远超疫苗

接种的医疗健康收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积极使用疫苗接种防控传染病，切实

维护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根据本文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点政策启示：第一，本文稳健

地发现，流脑疫苗接种不仅显著促进了受益群体长期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改善了其劳动力市

场表现，促进了个体长期收入增长。意味着通过接种疫苗防治传染病不仅有助于当前直接降

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且能够促进疫苗接种者长期发展，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为个体

积极接种疫苗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也进一步表明当前我国应继续坚持“应接尽接”原则，

努力防控各类传染病。第二，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个体从疫苗接种中获益的差异不仅说明我国

传染病防治具有降低社会不平等的作用，也启示我们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应加大对弱势群体

的关注，充分发挥公共健康产品提供在缓解社会不平等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三，疫苗接种的年龄越小，教育成就获益越多的结论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的

健康干预，促进个体长期发展和经济增长。第四，流脑疫苗成本收益结论说明我国疫苗接种

具有非常高的收益，启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大科研攻关，研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疫苗，切

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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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图 1 全年龄段和 0-15 岁群体流脑发病率原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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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部分地区记载的流脑疫苗主要针对 0-15 岁群体接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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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流脑疫苗接种其他影响的动态双重差分结果 

注：图中展示是 90%水平的置信区间。 

 

 

 

 

 

附表 1 流脑疫苗接种对个体教育成就影响含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结果 

  （1） （2） （3） （4） 

因变量： 教育年限 是否读完小学 是否读完初中 是否读完高中 

疫苗接种前流脑发病率 

*疫苗接种队列 

5.875*** 0.262** 0.580*** 0.518*** 

(1.217) (0.128) (0.130) (0.168) 

性别 1.822*** 0.170*** 0.166*** 0.069*** 

 (0.172) (0.019) (0.016) (0.009) 

民族 0.660* 0.071* 0.050 0.025 

 (0.370) (0.039) (0.038) (0.020) 

户口 -2.936*** -0.128*** -0.299*** -0.333*** 

 (0.308) (0.020) (0.035) (0.033)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519 8519 8519 8519 

R 方 0.395 0.310 0.304 0.292 

注：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

显著。 

 


